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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当前的劳工研究过于关注珠三角经验，而忽视了“世界工厂”劳资
关系的区域差异。本研究基于在内地城市的田野调研资料，详细剖析内地中
小城市新兴制造业中独特的政商关系、本地化用工形态和劳工抗争行动。研
究发现，虽然受限于地方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干预、分散的劳工生产生活形态，

内地的劳工抗争在规模、战斗性、诉求、制度影响等层面与珠三角地区存在差
异。但内地的劳工抗争也自有其特点，突出表现为劳动纠纷频发化和日常抵
抗普遍化。大量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内地政府扶持政策下勉强生存，由此
导致频繁的劳动纠纷，本地工人的城市化进程和遍及工厂内外的社会关系网
络则是这些劳动纠纷的催化剂; 另一方面，本地工人的地域认同、社会网络和
家庭化趋势为其普遍的日常抵抗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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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工厂”的劳资关系: 被忽视的区域差异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多年来被经济奇迹掩盖的劳工权益问题，

在 2010 年的富士康“连跳”和本田罢工事件后，终于被媒体和公众广

泛关注。学界更是普遍将 2010 年作为中国劳动关系的分水岭。研究

中国劳工政治的学者不再回答“为什么不”的问题( Lee，1998) ，相反，

劳工团结行动的形成动力、组织形态、发展趋势、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潜

在影响，才是近年来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
相关文献致力于从各个层面揭示中国劳工抗争政治的变化: 工人

行动开始部分克服分散、自发的弱点，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组织性和战

斗性，其影响也超出特定厂区范围，在特定行业、区域扩散; 部分抗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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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再仅仅是对企业侵权行为和管理方式做出反应，也不再满足于争

取“底线型”权利，而是要主动争取工资上涨、工会重组等“增长型”利

益。推动劳工抗争政治转变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包括: 资本全球转移和

“用工荒”背景下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增长、农民工代际结构的变化、信

息技术的运用、工业化经历中工人经验与能力的提升、沿海地区产业升

级战略下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等 ( Silver，2003; Lee，2007; Chan ＆
Pun，2009; Pun ＆ Lu，2010; 郭 于 华 等，2011; 蔡 禾，2010; 闻 效 仪，

2014; 汪建华，2015) 。关注阶级不平等的学者从中看到了“阶级形成”
的趋势，而致力于构建集体劳权的学者则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中国劳动

关系的“集体化转型”( Chan ＆ Pun，2009; 常凯，2013) 。
劳工群体与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任

何人只要对后发国家的劳工运动史稍加整理( Seidman，1994; 裴宜理，

2001; 具海根，2004) ，便可知这种结合对国家治理的潜在挑战。部分

劳工组织顺应劳工行动的变化，主动调整工作方向。他们为工人的行

动带来信息、经验和策略上的支持，并帮助工人提炼诉求、推举代表、代
理集体谈判。劳工组织、劳权律师、高校师生还进一步借助网络媒体，

将劳工权益议题带入到社会公众视野中( 汪建华等，2015) 。
一些地方工会不得不通过改革来回应这些的变化，否则将面临失

去工人群众的危险。广东省的工人集体维权行动最为频繁，劳工组织

最活跃，工会改革力度也最大( 闻效仪，2014 ) 。广东省在基层普遍建

立起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强力协调综治、维稳、信访、公安等部门，

有效应对可能的群体性事件。其他相关举措还包括强化社区监视和社

会矛盾调解机制( Zhuang ＆ Chen，2015; Chen ＆ Kang，2016) 。
然而，对当前劳工政治的讨论和判断过于依赖珠三角经验。以劳

工抗争的实证研究为例，笔者共检索到 65 篇中英文文献，①其中，49 篇

文献的调查资料来源于珠三角，10 篇文献以珠三角和其他地区的实证

调研为基础，只有 6 篇文献以其他地区的田野资料为依据。
仅仅将同为沿海重要经济体的长三角引入比较，便可知珠三角的

25

社会学研究 2017． 2

① 检索时间为 2016 年5 月 23 日，中文文献限于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和南大 CSSCI 来源期刊，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关键词包括“工人”、“劳工”、“农民工”、“集体抗争”、“集体行动”、
“维权”; 英文文献通过百度学术检索，关键词包括“China”、“worker”、“migrant worker”、
“labor”、“unrest”、“strike”、“collective action”、“protest”、“movement”，通过关键词检索到

相关文献后，进一步借助“相似文献”、“参考文献”、“引证文献”搜寻相关文献。



劳工政治有其特殊性。从劳动权益的各项指标看( 工资水平、劳动合

同签订率、工作时间、社保购买率、工作环境等) ，长三角要好于珠三

角。从典型的集体抗争个案来看，一些有影响力的罢工行动、三次大规

模的城市骚乱和富士康工人的“连跳”，几乎都发生在珠三角。研究表

明，两大经济体劳工政治的差异，可能与其早期工业化模式和劳动力来

源有关，长三角在早期突出表现为“本地资本( 乡镇企业) 本地工”，珠

三角则盛行“外来资本 ( 港台企业) 外来工”的组合 ( 张敏、顾朝林，

2002; 万向东等，2006; 刘林平等，2011) 。
因此，当我们在讨论中国“世界工厂”的劳工政治时，应该对其可

能呈现的区域性差异予以充分的重视。综合以往相关文献，笔者认为，

下列因素可能在区域层面对劳工政治产生影响: ( 1) 区域工业化历史

与资本的来源，比如早期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苏南模式”、以个体私

营经济为特色的“温州模式”和依托地缘优势发展“三来一补”企业的

“珠江模式”( 费孝通，2014) ，以及继承晚清和民国工业传统的华北乡

村工业( 顾琳，2009) ，劳动关系可能各具特色; ( 2) 地方政商关系，地方

政府在 GDP 竞赛和分税制改革背景下发展经济的冲动与地方经济的

不平衡，将决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谈判能力和劳动治理方式

( 周黎安，2007; 陶然等，2009 ) ; ( 3 ) 工业集中程度与劳工生产生活形

态，比如，从历史上看，台湾地区的工人在空间分布上要远比韩国分散，

分散的工业布局消解了产业工人组织化和集体认同发展的可能 ( Sen
＆ Koo，1992) ; ( 4) 劳动力市场的本地化程度，当大量本地劳动者进入

到工厂，企业的用工招聘、生产管理和劳动争议处理可能都要受到当地

基层政权、乡缘网络的干预( Paik，2014) 。
已有少量研究尝试讨论中国劳工政治的区域差异。李静君对广东

和东北工人的抗争政治进行了比较( Lee，2007) ，不过该研究更多地是

对农民工和下岗国企工人两类群体维权方式的比较。其他对区域劳工

政治差 异 的 讨 论 包 括: 市 场 化、全 球 化 程 度 与 劳 工 政 治 ( Blecher，
2010) ，地方政治资源和治理策略与地方政府治理罢工的模式 ( 孟泉，

2014)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地方工会改革特点( Friedman，2011) 。
相对于珠三角区域相关研究而言，当前学界对沿海其他经济区域

劳工政治的讨论固然远远不够; 而对于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中西

部地区和沿海省份欠发达城市的劳动关系，则缺乏实质性的研究和讨

论。近十年来，随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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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企业的要素成本和综合经营成本逐渐上升，用工荒持续存在，制造

业特别 是 劳 动 密 集 型 企 业 开 始 大 量 向 中 西 部 地 区 转 移 ( 蔡 昉 等，

2009) 。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聚焦点投向内地，考察内地中小城市工

业化面临的独特环境，并借此进一步分析内地的劳工政治。
地方政商关系的差异对劳工政治的影响是最不可忽略的。由于并

不具备沿海地区在区位、基础设施、产业集群、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内地

的地方政府只能被迫在土地、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资本更多优惠，并

在劳动权益和环保方面做更多妥协( 陶然等，2009; 耿曙、陈玮，2015) 。
为了吸引大资本入驻，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下属各级政府组织网络

和有限的财政收入，帮助企业招工，或者迫使属地的职校、技校学生以

实习名义进入企业打工( 郭于华、黄斌欢，2014) 。相反，沿海城市则有

更大的选择性，为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部分沿海省份和城市通过严格

执行劳动法律、提升劳动权益标准、默许劳工维权行动等方式，迫使低

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从当地搬离( 张永宏，2009; 孟泉，2014 ) 。恰如李

静君( Lee，2007: 11 － 12) 指出的，地方发展经济的冲动和区域经济发

展的不平衡，使得劳工抗议呈现高度地方化的特征。
内地城市的劳动力来源可能是另一个重要维度。相比沿海地区聚

集大量跨省、跨地市流动的农民工，内地中小城市企业的工人本地化程

度更高。对江西丰城某内迁陶瓷厂的研究发现，90% 的一线员工来自

本市或附近地区，工厂的劳动过程和管理制度相比沿海更人性化，工人

拥有相对完整和丰富的社会生活 ( 黄斌欢、徐美龄，2015 ) 。笔者对太

原和郑州两地富士康园区的调研则表明，大规模土地征迁迫使当地大

量年轻人进入到工厂中，其厂内破坏纪律、厂外报复管理者的行为，一

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企业粗暴管理文化的制衡( 汪建华，2014) 。
本文将主要借助田野材料详细剖析内地中小城市新兴制造业中独

特的政商关系、本地化用工形态和劳工抗争政治，并进一步梳理前两者

对劳工抗争政治的影响，最后，研究还将尝试对内地中小城市开发区与

珠三角工业区的劳工政治进行比较。①

本文的田野材料主要来源于中部某内地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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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裴宜理( 2001) 在《上海罢工: 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中，将工人与产业资本家的关系、与政

党的关系、工人中的帮派行会组织及其他非正式关系、工人的抵抗行动，都纳入到“工人

政治”的范畴中。受裴宜理的启发，本研究将劳资政三方关系、工人生活周围的社会力量

和内部的关系网络、各种各样的抵抗行动都纳入到“劳工政治”的范畴中。



地调研。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方合市①的城区人口约为 50 万

人，正好可以作为内地中小城市的典型样本。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于

2001 年，后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开发区园区规划面积为 100 平方公

里，职工总数在 3 万人左右。自 2015 年 3 月开始，笔者曾 4 次赴方合

市调研内地企业的劳动关系，2016 年 4 月笔者有幸获准进入开发区 3
家企业( 1 家本土企业和 2 家内迁企业，下文将会有详细介绍) 进行短

期实地观察。调研材料主要来源于笔者与普通工人、地方政府官员、企
业各级管理者的日常交谈、深度访谈和座谈。另外，结合笔者在珠三角

地区长期的调研资料，论文还将尝试梳理劳工政治的区域差异。

二、包揽式政商关系

在发展主义导向下，任何地方政府与资本都存在着一定的结盟关

系。但在沿海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资本的结盟关系是选择性的，政府

可能更倾向于扶持那些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工业资本，对高污染、高能

耗、劳动密集型企业则逐渐迫使其转移，且其对资本提供的支持范围也

是有限度的。之所以将内地地方政府与工业资本的关系概括为“包揽

式政商关系”，原因有二: 第一，虽然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在土地、
税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有可能给予资本一定的优惠条件( 耿曙、
陈玮，2015) ，但内地地方政府却有可能答应资本更为苛刻的条件，并

动用各种行政资源，在协调贷款、厂房宿舍建设、手续办理、项目政策争

取、用工招聘、劳动纠纷预防化解等方面尽可能提供服务。第二，内地

地方政府对资本类型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对各种层次的外来资本都

要提供多方位的服务，尽管优惠条件会有所差别。

( 一) 包揽式政商关系: 形成条件、表现形式与可能后果

内地中小城市在发展区位方面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开发区企业

普遍反映的困难包括: ( 1) 产品出口运输时间长，物流成本大; ( 2) 缺乏

成熟的产业配套，企业需要额外支付到其他地区的采购成本; ( 3) 专业

技术、管理和销售人才缺乏。因此，内地政府对资本类型的选择余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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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学术惯例，本文经验材料中涉及到的所有地区、企业和人物名称都经过处理。



小。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中，他们不得不答应资本提出的各种苛刻条件，

尽可能地为资本提供大包大揽式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 1) 土地、税
收、信贷方面的优惠; ( 2) 通过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和工业地产建设，减

少企业前期投入成本; ( 3) 代办企业入驻相关手续，争取中央和省里相

关项目、政策; ( 4) 政府帮助招工，并提供各种就业优惠政策; ( 5 ) 放宽

环保和劳动权益标准; ( 7) 帮助企业平息劳资纠纷。
税收方面，方合市对于新引进的企业，在地方税种上，以先收后返

还的方式，前三年全免，后两年减半。土地价格上，工业用地 8 万元 /
亩，这个土地价格可能要低于该市在土地征迁补偿、三通一平( 通水、
通电、通路、场地平整) 和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等方面的综合成本。① 为

了打造特色产业，政府还进一步为相关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各地争相

为支持所谓的特色产业协调贷款、降低土地成本，通常导致产能过剩和

重复性建设的问题，继而引发企业债务危机，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连带

责任( 江飞涛等，2012) 。方合市当前正在经受类似的困扰。
在硬件环境上，当地政府除了完善铁路、公路、供电、供水、道路绿

化、路灯安装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正在大力打造“工业地产”。为了吸

引更多的中小企业入驻，开发区建造了若干“科技孵化基地”②和一批

公租房，极大降低了企业在厂房、仓库、宿舍、食堂等方面的建设成

本。③ 政府期望能从这些“孵化基地”中孕育出若干大中型企业。泰理

光电的闫总认为，100 家企业只要能成长起来两家企业便算成功，泰理

光电当年也是从孵化基地走出来的，现在已经是上市企业，并且是开发

区第一纳税大户( 访谈编号: clcp2319) 。
方合市还为入驻企业提供专门的工作组，企业只要准备好相关材

料，所有手续由工作组成员协调办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采取市

领导挂点、部门结对、官员驻厂等方式，帮扶重点企业。比如，通过争取

进口旧硒鼓批文、将国检监管站设在厂内等举措，政府帮助硒伦电子厂

有效减少了原材料和物流成本( 访谈编号: clcp2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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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市 2014 年土地征迁补偿标准约为 24000 元 /亩( 不包括青苗、附着物等补偿费用) 。
许多小企业都集中在“孵化基地”里面，企业只要租下里面的房间，搬来产线，即可开始

生产。一些地方官员称企业完全可以“拎包入住”。
早期引进的企业往往自己建厂房和宿舍。那时正值房地产热，一些老板会在投资工业的

同时要求政府额外给他们一块商业用地。但土地有限，且房地产市场变化很快，政府只

好退而求其次，以建设“孵化基地”和公租房的方式，吸引更多小企业入驻。



企业入驻以后，最紧要的任务莫过于招工。方合市的年轻劳动力

大多跑到沿海就业，劳动力供给有限，加上许多中小企业的薪酬待遇和

工作环境缺乏吸引力，缺工现象严重。早期由于某大企业迅速扩张，方

合市各级政府部门被广泛动员起来招工，人社部门还专门为招来的职

工提供部分岗前培训，即所谓“招工就业培训三位一体”。当前为了完

成招工任务，园区劳动部门在西南地区和省内周边县市建立了二十余

个现场招聘网点，并与十余家人力资源中介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对中介

机构的招工予以补贴。为了提升对外地劳动力的吸引力，开发区出台

了一系列外地员工就业优惠政策，包括推荐就业满 3 个月奖励、探亲往

返车票报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优惠等。在市内，开发区劳动部门

则借助各类媒介( 手机短信、网络、电视) 、各乡镇街道，以及打横幅的

方式来推送相关信息。在企业急需用人时，还会在人流密集地设立招

工点。但这似乎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用工难的问题。一些企业长期

处在大规模缺工的状态，工人招得多，流失也快。
当地政府为招商引资而对企业采取大包大揽的做法，固然在一定程

度上争取到了资本投资，但也造成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后果: ( 1) 政府角色

错位，企业过度依赖政府; ( 2) 政府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投入过多，造成大

规模重复性建设、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并将地方政府拖入到债务连带

责任中; ( 3) 一些企业利用政府急切发展工业的愿望谋求其他利益，比如

有些企业表面上要搞工业投资，实际上兴趣却在拿商业用地搞房地产，

最后房地产搞起来了，工厂却早早倒闭了; ( 4) 鼓励了部分企业的短期行

为并引发欠薪问题，比如，有些企业在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后，便搬到其

他地区; 一些经营不善的小企业在欠薪时逃匿也非常方便，由于在当地

并没有土地、厂房、宿舍，也没有相关设施投入，他们只需要把设备搬走

即可; ( 5) 许多原本应该淘汰的企业在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下得以继续

生存，在这些企业中，劳动者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劳资矛盾频繁多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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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政府对企业许诺的各种优惠政策未必都能兑现，甚至存在“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

现象( 耿曙、陈玮，2015)。在田野调查中，也有一些企业领导反映，虽然地方政府积极为企

业发展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因部门或官员个人利益而大打折扣，这表现

在: ( 1) 企业融资难，虽然有提供贷款的项目资金，但银行却附加其他条件，比如要求企业

为其消化部分呆账坏账; ( 2) 虽然地方政府对许多收费项目进行减免，但由于收费部门太

多，且有一些属于重复收费，企业负担还是较重; ( 3) 一些官员怕担责任，在企业办理相关

手续时不敢签字，“脸好看事难办”( 访谈编号: clcp2315)。另外，本地企业与从外地引进的

企业待遇差别也很大，很难像后者那样得到土地、税收等优惠( 访谈编号: clcp2320) 。



( 二) 地方劳动治理方式

要想吸引资本、留住资本，另外一类隐形的优惠政策自然就是降低

劳动和环境方面的标准。相关法律法规在当地政府部门看来太超前

了，是按照沿海的发展情况制定的，不符合内地经济发展现状。劳动和

环保部门的执法都要服从经济发展的大局。在开发区，劳动部门的干

部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 “经济景气，大量招人，累得要死; 经济不景

气，流水一样的离职，大量的劳动纠纷，大量的调解工作”( 访谈编号:

clcp2323) 。而在市人社局，有一次笔者帮助某电子厂的劳动者反映该

企业未缴社保、克扣工资等方面的违法行为，劳动部门的领导却向笔者

解释，监察大队到企业执法，需报市领导批准，而且，企业对劳动部门的

执法也未必配合( 访谈编号: clcp2323) 。开发区一位领导则一针见血

地指出，如果劳动部门执意要严格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则可能要承担

“破坏投资环境”的严重后果( 访谈编号: clcp2310) 。
一方面不敢主动监察、处罚企业的违法问题; 另一方面，劳动部门

在处理涉及社保、工资等方面的劳动争议时，也非常慎重。毕竟许多企

业选择到内地投资，降低用工成本是重要因素，而规避社保、加班工资、
最低工资标准则是常见做法。因此，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出于对企业

的保护，以“不告不管”的原则行事，而且对于案例牵涉人数也要仔细

斟酌。如果是单个劳动者前来投诉相关问题，仲裁院一般依法仲裁，但

如果涉及人数较多，则不得不考虑可能的影响了，倘若带动起更多的员

工前来维权，企业补偿支付的负担就太大了。
劳动部门如此弱势，不要说社保、加班工资、劳动合同等方面的监

察和规制难以到位，即便是触及底线的欠薪问题，也难以解决。遇到劳

动者投诉企业欠薪，开发区劳动部门只能给企业打电话，讲道理，给双

方做调解工作，许多调解不了的工作还是要转移到市劳动部门。但市

劳动部门的调解工作企业同样不太配合，仲裁结果也未必能够得到执

行。这里最重要的症结在于，当前并没有约束企业老板欠薪行为的诚

信系统，法律上的“恶意欠薪入罪”也往往由于老板与地方领导的私人

关系，难以真正得到执行( 访谈编号: clcp2323) 。不少劳动者也谈到，

类似欠薪的问题，到劳动部门投诉，一般很难得到解决，除非成规模的

员工上街闹，或者天天上访。
为避免潜在的劳动纠纷，开发区会定期为企业人力资源主管提供

专题性的法律培训。在经济不景气需要裁员时，规避或减少劳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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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补偿便是摆在企业面前的重要议题。劳动部门一般会和企业保持

沟通，就相关问题统一口径。某大企业曾因为经济不景气，需要裁掉近

万人。为了避免可能的动荡，省市区各级政府紧急介入，以灵活的政策

将员工分批处理，省政府为企业补缴了约 1 亿元社保，为企业员工提供

充足的失业保证金，市区镇各级政府则广泛参与调解工作。

我们参与桑弘的调解，给它慢慢分散，一起去搞肯定不行，拖

一拖有些人就走掉了。有些个别跟他谈，你也别去闹，给你点钱，

就算了。桑弘( 职工) 到市委市政府堵门都堵过几次，到信访局我

都去过几次。真正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去补，桑弘早就关闭掉了。
一裁一万人，怎么补，补不起。出来一些政策，和他们座谈，解决，

走一部分，留一部分，你也不用上班，每天签到，保证你的劳动关

系，每个月给你 600 多块钱生活费，过渡，慢慢的。太多了，一万多

人，把他们瓦解了。等到效益好了，回来上班把这些钱补给你。
( 访谈编号: clcp2316)

为了赢得资本的青睐、培育当地有限的资本，在土地、税收、信贷等

方面的优惠条件之外，地方政府还需要提供各种包揽式的服务，包括完

善基础设施、提供厂房宿舍、代办入驻手续、争取项目政策支持、帮助企

业招工、降低劳动和环保标准、平息劳动纠纷等。对当地的劳动关系而

言，这种包揽式的政商关系既招来了过多的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纵

容其侵害劳动权益的行为，引发层出不穷的劳工抗议行动; 也在策略和

程序层面有效阻止工人维权行动和诉求的发展。

三、本地化用工

企业选择在内地设厂投资，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最重要的因素之

一。但对于选择就近工作的内地工人来说，在薪酬待遇方面的妥协则

是以保障完整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为前提。相比沿海地区的外来

工，内地中小城市工人以下四个社会特征对工厂管理和劳动关系的影

响不可忽视: ( 1) 家庭生活相对完整; ( 2) 社会关系网络广泛存在于工

厂内外; ( 3) 生产、居住空间相对分散; ( 4) 就近城市化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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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工人的地域来源

从笔者与开发区 12 家企业人力资源主管的座谈资料来看，一线生

产工人和基层管理者多为本市居民，而中高层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则多

来自外地。在笔者进行实地观察的三家企业，人力资源主管提供的企

业用工数据也呈现出类似趋势( 见表 1) 。总体而言，绝大多数普工来

源于本市，非本市职工多分布在管理和技术岗位，且层级相对较高。

表 1 方合市开发区三家企业用工情况

工厂
职工总人数

( 人)
普工人数

( 人)
普工平均

工资( 元 /月)
工时制度

非本市职工比例
及主要岗位分布

沃土粮油厂 350 245 3000 两班倒 2% ( 7 人) ，技术工

泰理光电厂 1100 700 3500 两班倒
33% ( 359 人 ) ，管 理、
技术工、普工

硒伦电子厂 1000 700 2400 长白班
10% ( 100 人 ) ，管 理、
技术工

当然，三家企业的用工特点也有一定差异，这与企业的发展历程、
工时制度、薪酬待遇有较大关系。沃土粮油厂是方合市土生土长的农

业龙头企业，因此包括管理者在内的绝大部分职工来源于本市。而同

为 2010 年以后从沿海搬迁过来的企业，泰理光电厂和硒伦电子厂显然

都倾向于从沿海地区招聘技术人员和中高层管理者。不过从一线工人

队伍构成来看，本地职工相对更倾向于在没有夜班、上班时间相对较

短、能够兼顾家庭的硒伦电子厂工作，而泰理光电厂则吸收了相当一部

分周边县市的务工者，他们大多居住在宿舍或工业区，更能接受工时

长、倒夜班但工资收入高的工作。
进入工业区工作的本市居民，大部分住在城区或周边乡镇，骑电动

车上下班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半小时。那些来自本市偏远乡镇或周边

县市的劳动者，或居住在宿舍，或与家人租房同住。开发区本市工人的

社会来源，主要有四种: ( 1 ) 农业剩余劳动力; ( 2 ) 工业区周边失地农

民，这是一个最让企业头疼的群体; ( 3) 国企改制后的下岗职工; ( 4) 在

城市买房，需要进厂工作还房贷。
实际上，开发区的企业普遍倾向于招外地工人而非本地工人。企

业人力资源经理认为，本地工人排外心理强，不服从管理; 倘若遇到劳

动纠纷，便要依仗工厂内外的乡土势力闹事; 平时也动不动因为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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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红白喜事和家庭事务请假。人力资源经理往往还要进一步指出两

类工人的两大差别: 本地工人稳定性差，工作条件稍不合意便要离职，

而外地工人大包小包生活物品带过来，不会轻易离职; 本地工人学习能

力差，难以培养，而外地工人住在宿舍中，即使下了班，也可能继续在车

间钻研。不过企业管理层也明白，他们的薪酬待遇对外地工人显然缺

乏吸引力，外地劳动者若要外出，当然倾向于到沿海地区工作，收入更

高，还能开阔眼界。那些在方合市工作的外地工人，无外乎以下三种类

型: 在方合念书的外地学生; 投亲靠友( 不少是外地管理者的亲属) ; 因

家人在方合市工作稳定而随迁过来。因此，企业并没有多少选择，本地

化用工是主流模式。

( 二) 劳工社区生活形态

相比沿海城市，拥有完整的家庭生活，是在方合市这样的内地中小

城市工作最大的优势。在推动劳动者从沿海回本地工作的因素中，首

当其冲的是小孩，比如小孩学习成绩不好、身体不好、想念小孩等; 其次

是照顾父母; 也有许多是看重生活质量的，比如觉得与家人在一起开

心、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要远比住在沿海出租屋舒服、可以经常拜会亲

朋好友等。他们也会反复对比沿海和内地的收入和生活成本，虽然沿

海收入更高，但食宿、小孩上学、来回奔波的费用也明显更高。因此，每

年春节过后，许多从沿海回家过年的工人会先在家乡找工作，实在没有

合适的工作，才外出沿海打工。本地工人如此看重家庭生活，以至于那

些工资待遇高、管理规范的“两班倒”企业，也面临招工难问题，泰理光

电的人力资源主管认为，许多工人宁可选择工资低的工作，也不愿选择

工资高但要倒夜班的工作:

沿海企业的话，每家都差不多，我在昆山工作很多年，人家招

工的时候根本不用问，无非是两班倒或三班倒，必须要倒班的。这

边招工就是，( 应聘者问) 上 8 个小时不? 双休不? ( 访谈编号:

clcp2319)

实行“两班倒”的企业劳动强度大，且影响工人的身体和家庭生

活，因此这类企业同时面临招工难和离职率高的问题。解决这类问题

的切入点同样是挖掘工人的家庭生活需求。比如，为了稳定员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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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理光电厂非常鼓励职工介绍自己配偶进厂，或者在单身的年轻人中

发展出双职工家庭。在生活方面，泰理光电厂为住在城区的职工安排

了专门的厂车接送，并为住宿舍的夫妻提供了两个楼层的夫妻房。泰

理光电厂的口号是: 夫妻进厂，两年买车，五年买房。开发区另一家做

锂产品深加工的企业，劳动强度较大，以男工为主，为了稳住队伍，会安

排一些男工的妻子从事辅助性岗位( 访谈编号: clcp2301) 。
工厂管理不仅要考虑工人的家庭生活需求，也要考虑工人广泛的

社会关系网络。许多工人都在工业区各企业间反复跳槽，因此，除了其

原有的亲缘、乡缘、同学关系网络，他们在反复流动的过程中也可能进

一步发展出广泛的同事关系。正是通过这些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工

人随时可以了解到任何一家大企业的用工信息、薪酬标准、管理制度。
总体而言，园区主要企业的情况在工人那里基本是透明的，员工的网络

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中型企业的行为形成制约:

在这边的管理与沿海最大的不同就是方合市是一个小城市，

人员不多。你想留住长期的工人，一定要树立一个好口碑，如果一

个工人觉得这里好呢，他就要介绍亲朋好友过来。如果他认为这

个企业不好，就告诉亲朋好友不要来。( 访谈编号: clcp2321)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开发区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之间的网络，这类网

络往往更紧密。园区企业领导会定期聚会，讨论贷款方法、政策动向

等。在每年调整工资时，企业领导相互间也会保持沟通，旨在避免出现

一些企业工资过高“破坏市场行情”的情况( 访谈编号: clcp2319 ) 。同

样，各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之间也会有比较频繁的接触。开发区各部

门为了协调各企业的工作，也会建立各种各样的 QQ 群和微信群。毫

无疑问，中高层管理者相比普通工人，更有条件强化网络关系。
与工人的家庭化居住趋势相对应的是劳动力再生产空间的分散

化。与珠三角劳工聚居在工厂宿舍和附近的城中村不同( 任焰、潘毅，

2006a) ，开发区绝大部分本市工人每天往返于家庭与工厂之间，只有

一些来自外地和本市偏远乡村的工人居住在工厂宿舍、公租房或出租

屋中。从笔者实地调研的 3 家企业来看，沃土粮油厂的职工由于基本

来自开发区周边农村，因此工厂根本就没有提供宿舍; 硒伦电子厂只有

10%的职工住在厂区宿舍，笔者到工厂宿舍探访发现，宿舍大量空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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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宿舍一般只有 4 人居住; 泰理光电厂由于上班时间较长、外地职工相

对较多，选择住宿的职工要多一些，但也不到 20%。
普通工人的通勤工具以电动车为主，也有部分居住在城里的工人

选择搭乘公交车或厂里的通勤车。每天上下班时段，都能在通往开发

区的公路上看到浩浩荡荡的电动车大军。上下班路途中由电动车引发

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雨雪天或夜间事故尤其多发。一到冬季，工人还

要迎接风吹雨打天寒的挑战。此外，部分工人还需要克服休息、饮食上

的困难。以推行“两班倒”的金鑫光电厂白班工人为例，工人在 6 点半

起床，洗漱、早餐之后，7 点 20 分从家里出发，7 点 50 分打卡，然后是早

会、上班; 晚上 8 点下班，到家已经是 8 点 30 分，由于公司食堂饭菜太

差，许多工人选择忍受饥饿，回家吃晚餐; 简单收拾一番，便过了晚上

10 点。在这样紧凑的工作安排下，工人陪家人尤其是小孩的时间其实

非常有限，但即便这样，大多数工人也愿意选择每天回家，他们认为这

样的境况总归要比亲子分离、外出打工的生活强。
开发区生产聚集程度同样远低于沿海工业区。与笔者在珠三角地

区调研的长兴街道相比，同样是工业聚集，方合市开发区的平均人口密

度只相当于长兴街道的 2%。在珠三角地区，高度集中的生产生活空

间便利了维权工人的行动动员，并有可能导致抗争行动的小区域传导

( Chan ＆ Pun，2009; 任焰、潘毅，2006b) 。但在开发区，劳工的诉求、
行动固然有可能在特定的时刻通过本地工人的社会网络串联起来，但

在分散的劳工生产生活形态中，工人的行动大多是孤立的，既难以获得

外界力量的支持，也很难对其他工人群体产生影响。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是开发区农民工以买房为标志的就近城市

化。如果加上到开发区工作的城市居民和失地农民，工厂工人的城市

化比例就更高了。许多农民工正是因为有房贷压力，才选择到开发区

工厂工作。泰理厂蚀刻部门的工人报告，车间工人 30% 在城市买了

房，20%原本就是城市居民。泰理厂厂车每天的搭载人数可资佐证。
泰理厂每天有 11 趟厂车在城区和厂区之间往返，根据笔者搭乘厂车的

经验，每趟车单程搭载人数不少于 30 人，则可以判断每天搭乘厂车上

下班的工人绝对在 300 人以上。加上骑电动车、开小车、坐公交上下班

的职工，泰理厂确有一半职工居住在城市中。
农民工城市化以后，面临的不仅仅是供房压力，日常衣食住行、水

电煤气、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生活成本也会陡然上升。城市化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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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意味着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在一定程度上，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可

以从父辈获得资源支持。除去买房、小孩抚育方面的支持不说，一些农

村老人甚至要将大量农产品带到城市，部分用于子女生活，部分摆摊出

售。对那些中年买房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供房、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的

压力层层叠加，难以逃避。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能从父辈获

取的支持总体有限。一旦脱离农业生产进城买房居住，农民工便不得

不在城市寻求生计。制造业的工作虽然比服务业辛苦，不过工资也更

高，因此对那些需要负担高额房贷的劳动者，更具吸引力。农民工进入

城市，便再无退路，劳资双方围绕薪酬待遇的冲突也日益频繁。

四、内地中小城市工厂的劳工抗争

内地中小城市包揽式的政商关系和分散的劳工生产生活形态，很

大程度上限制了产业工人抗争行动的规模、诉求、影响。在珠三角地

区，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劳工抗争行动屡有发生，南海本田工人长达

半个月的团结行动争取到大幅度加薪，重组了工会，开启了常规化的劳

工集体谈判，并触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潮( 汪建华、孟泉，2013 ) ; 东莞裕

元数万人工人持续十余天的罢工行动则引发了各级工会和各类劳工组

织的介入，同时也将社保、公积金等劳工法律权益落实问题呈现在公众

面前( 黄岩、刘剑，2016) 。但内地的劳工抗争政治也自有其特点，突出

表现为劳动纠纷频发和日常抵抗普遍化。一方面，大量低端劳动密集

型企业在内地政府各种政策扶持下勉强生存，由此导致劳动纠纷层出

不穷，本地工人的城市化进程和遍及工厂内外的社会关系网络则是这

些劳动纠纷的催化剂; 另一方面，本地工人的地域认同、社会网络和家

庭化趋势为其普遍的日常抵抗提供了基础。

( 一) 围绕日常管理制度的斗争

粗暴的管理文化是工人日常抵抗的主要目标。若将开发区工厂与

笔者在沿海调研的企业对比，那么毫无疑问，开发区工人的日常抵抗是

一个更突出的问题。企业管理层的结构是重要诱因。企业中高层管理

者大多为外地人，与本地社会缺乏联系，生产管理中遇到问题，他们也

习惯性地将其归因为本地人素质不行。基层管理者则多为企业内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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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培养起来的本地人，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一线工人，都认为基层管

理者队伍的职业素养和能力有待提高。这样的管理结构遇上工人的本

地意识和乡缘亲缘网络，自然是矛盾纠纷不断。在座谈会上，人力资源

主管普遍提到本地工人的“七大姑八大姨”势力，管理上的疏忽往往引

发工作现场的骚动或厂外报复( 访谈编号: clcp2301) 。
工人威胁、报复管理者的现象在开发区非常常见。在一些大型电

子厂，管理层频繁被男工报复，即使企业长期面临招工难问题，也不得

不下定决心不招男工。本地工人各种形式的抵抗确实影响了企业的管

理文化和纪律要求。有人力资源主管抱怨说，面对本地工人频繁的违

纪行为，管理者怕惹麻烦，不想管且不敢管( 访谈编号: clcp2301) 。
工人第二类抵抗目标为企业的工时制度，许多本地工人进入企业，

往往想着既能兼顾家庭，又能赚点钱补贴家计。但在当前激烈的代工

竞争和招工难背景下，一些企业往往选择通过调整倒班制度、延长工作

时间的方式来减少工人数量、节约用工成本，比如将“三班倒”调整为

“两班倒”，但这对于许多想要兼顾家庭的本地工人来说往往难以接

受。有一个企业在将“三班两倒”调整为“两班两倒”后，工资虽然普遍

上涨了 800 元以上，工人却走了好几百人，因为在新的工时制度下，工

作更辛苦，且没有充足时间照顾家庭( 访谈编号: clcp2301) 。
工人不仅通过各种非正式抵抗行动影响工厂的日常管理，有时还

尝试以集体罢工的形式施压。在金鑫光电厂，由于上班时间长( 每天

12 小时) 、休息时间少，工人便针对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的 10 分钟早、
晚例会罢工( 这 20 分钟不算上班时间) ，迫于员工压力，资方将早、晚

例会缩减为上班前和下班后各 5 分钟( 访谈编号: clcp2323) 。
还有工人因为企业的伙食问题而罢工。在沃土粮油厂，公司原本

管白班工人的午餐和晚餐。但工人普遍觉得公司饭菜实在太难吃，因

此通过罢工向公司施压，集体要求不在厂里吃晚餐，将晚餐折算成 5 元

补贴发给职工。工人向笔者抱怨，要不是中午回家吃饭不方便，他们连

午餐也不想在公司吃。在工人的行动压力下，公司只好取消午餐并给

予工人相应的补贴，但是将白班下班时间提前了 1 个小时，晚班上班时

间因此长达 13 个小时。管理层试图以此迫使工人知难而退。后来企

业又重提此事，表示如果觉得晚班太长，可以考虑均衡两个班次的工作

时间，前提是工人要在企业吃晚餐，但工人并没有答应。
除了罢工、威胁、报复、离职，说方言似乎也是一种日常抵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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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企业管理层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沟通不是很方便。本地

的员工招的都不是年轻的，就不会说普通话，沟通很困难。然后他

们不断在那里说土话，在那里叽叽歪歪，管理人员就不让他们说，

但没有用。他会说，你连我个人的人身自由都束缚啊? ( 访谈编

号: clcp2315)

许多企业为了防止工人抱团，在分配生产岗位时，都会有意识地将

同一个地方的工人打散。但他们发现这种做法并不是特别奏效，一则

同一个地方的工人实在太多，二则即便拆散了他们的乡缘关系，也难以

知晓其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工作以后才发现，这个是兄妹关系，那

个是表亲关系，好多亲戚”( 访谈编号: clcp2309) 。

( 二) 权益之争

要了解方合市开发区劳工抗争行动的主要类型，有两个背景不可

忽略: 一是在包揽式政商关系下，大量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得以在内地

寻求生存机会; 二是近年来经济下行，企业订单更不稳定，盈利空间更

小，劳动权益也因此更没有保障。开发区的劳动权益争议因此主要表

现为以下四类: ( 1) 企业经营不善，欠薪逃匿，工人讨薪，这种现象最为

突出，由此引发的劳动纠纷最为频繁，据一些人力资源主管估算，开发

区有 60%的企业有欠薪问题，以小企业为主; ( 2) 企业为了减少用工成

本，在社保、底薪、加班费等方面不遵守法律标准，工人追讨相关权利;

( 3) 企业裁员，工人要求离职补偿，为了增加维权行动成功的筹码，企

业其他违法行为也被一并牵出; ( 4) 即便是那些相对规范的企业，在经

济下行、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也不得不以增加计时产量、压低计件工价

的方式降低用工成本，由此导致工人抗议。
通过劳动部门追讨工资、社保、离职补偿、加班费等法定权益是最

常见的维权方式。倘若劳动纠纷涉及企业多数职工，那么工人往往会

直接采取集体罢工、上访等方式。近年来员工法律意识上升非常快，原

先企业习以为常的一些违法行为，比如调休调班但不给工人算周末加

班工资等做法开始越来越多地遭到工人的抗议。
因为没有按规定及时调整基本工资，方合市开发区一些效益相对

较好的电子企业还出现过一次短暂的罢工潮。早在 2013 年 4 月，该

省人社厅就公布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但到 7 月许多企业还拖着不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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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罢工首先发生在专门为苹果做数据线代工的电子厂，企业很快

开除了几名带头罢工的工人。没想到这几位工人随即又进入另外一

家电子厂工作，在他们的带领下，该厂也开始罢工。这几位工人接连

潜入几家企业策动罢工后，开发区的企业终于反应过来，将他们纳入

黑名单。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工人的社会网络在开发区分布非常

广泛，另外几家效益相对较好的电子企业受了影响也陆续罢工。据硒

伦电子厂的人力资源经理回忆，当时硒伦厂也发生了罢工，以制造部

门的一线工人为主，最后企业通过与工人代表谈判，每月加 100 元工

资平息事端。
在这次罢工潮中，除了本地工人广泛的社会网络，城市化背景下工

人的生计压力也是重要推动因素。这种生计压力在每个月发工资时能

很鲜明地体现出来。如果企业未能及时发放工资，那么工人很可能就

要集体罢工，因为许多工人等着拿工资还房贷。
工人的城市化进程和生活压力也在推动一些利益型争议的产生。

在不断加剧的代工竞争压力和逐渐上升的生产成本面前，企业既不可

能向品牌商讨价还价，也不可能压缩税收、物流、原材料等方面的成本，

只好在工人身上打主意。许多企业为了压缩用工成本而采取 ( 计时

制) 加产量或( 计件制) 降工价的做法，不断激起工人的相对剥夺感，导

致工人频繁罢工。

我们金鑫厂总是尽可能地给职工加产能。公司不赶货的时

候，从 8 点上到 7 点，单位时间产能就高，总是试图达到我们的身

体极限; 赶货的时候，从 8 点到 8 点甚至 9 点，工作时间实在太长，

单位时间产量可能相对加得少一点，总之都是要到人的身体极限。
如果产量没做到，不能下班。在节假日，还出现过产量不达到没有

加班费的情况。金鑫厂动不动给员工加产能，员工做不到，于是以

产线为单位频繁罢工。有一个车间只有 6 个人，白班 3 个晚班 3
个，都是操作机器的，他们也罢工。总经理跑过去说，你们 6 个人

居然也能罢起工来! ( 访谈编号: clcp2323)

但是围绕工价和产量的集体抗议行动似乎并没有太大作用，如前

所述，每年的工资涨幅各大公司其实已经统一商定了。“不满意就走

人”，是这些企业对待罢工工人的态度。在开发区，虽然大部分企业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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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但给劳动部门施加点招工压力，生产总归能大体维持下去，况且资

方也知道，工人并没有多少就业选择。在开发区工作时间长了，工人大

抵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天下乌鸦一般黑，去哪里都差不多。
与这些内迁企业的态度一样，本地的沃土粮油厂为了压制工人的

加薪诉求，不惜损失几十万的原材料成本。参与罢工的只有 6 个罐装

操作工，他们都是开发区周边的工人，入职时间最长的也只有 22 天，却

非常清楚自己的谈判能力，知道如果自己不开工，那么已经调好的三缸

料液( 每缸成本在 10 万元以上) 都要成为废水。为此这 6 名工人与公

司管理层在厂门口谈判，但是双方态度都很强硬。公司表示宁可遭受

损失，也不能受这些工人要挟，否则以后工人都会要求加薪。开除这 6
名工人后，公司赶紧从省内其他兄弟企业调来几个罐装操作工，一边生

产一边培养新人。这个案例体现了内地劳工政治两个相互矛盾的趋

势: 一方面本地化、城市化的劳工行动倾向、发展诉求日益提升; 另一方

面，内地企业太过低端，让步空间有限。
除了上述权益争议，开发区附近的失地农民与企业往往牵扯其他

历史遗留问题。比如，桑弘太阳能在早期投资建厂的时候，为了迅速推

进征地拆迁进程，给一些四五十岁的失地农民安排了工作。但到 2011
年，企业经济不景气，需要大规模裁员，又要失去生计的失地农民自然

要到企业讨说法。企业只好找来各级政府做工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

给失地农民宣讲法律政策，镇政府则给他们弄了一些低保名额，村委会

则在企业和失地农民之间反复调解。
最让企业头疼的是工伤、工亡事故。一旦事故发生，本地工人的亲

属便会被广泛动员起来，索要上百万赔偿，否则企业就别想开工。许多

企业不过是小作坊，上百万的赔偿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此时，各级政府

又会通过调解、给政策等方式，帮助企业早日摆脱困境。
活跃在开发区周围的，不仅仅有工人的乡土网络和基层政府，也有

其他力量，比如专门到医院找工伤工人的律师，他们在帮助工人讨要赔

偿的同时也能拿到可观的抽成( 访谈编号: clcp2315) 。不过推动工人

维权的力量，无论是公益还是商业性质，都是非常有限的。
从笔者掌握的经验材料来看，内地中小城市开发区工人的抗争行

动在规模、诉求、影响力上都自有其限制，类似劳工组织、工会的介入也

很少出现。但内地工人的抗争也有其独特之处，劳动纠纷非常频繁，各

种小型的罢工行动接连不断，而基于本地工人对工作、生活自主性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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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日常抵抗也是比较普遍的。如前所述，内地工人的抗争政治与两个

因素密不可分: 包揽式的政商关系和本地化用工形态。

五、迈向对“世界工厂”劳资关系的区域比较

以往的劳工研究似乎过于关注那些规模化的、增长型的集体劳工

抗争，似乎过于关注劳工政治中的集体化转型或阶级形成面向，因此，

对劳工政治的考察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区域。理论、行动与政策层面

的关怀固然有助于我们挖掘劳工政治演进的可能动力，但过度强调这

些关怀，也有可能造成更大范围的现实遮蔽。诚如裴宜理( 2001: 328)

所言，“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区域经济

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家，学界尤其应该注重劳工政治的区域差异。当

前对“世界工厂”劳工政治的考察，亟需回到其多样化的现实土壤中，

回到区域层面的工业化历史、政商关系、劳动力市场构成和劳工生产生

活形态中，回到资本和工人活动的政治、市场和社会环境中。
基于在珠三角和内地城市的田野调查，本文尝试对当前两个区域

的劳工政治进行比较( 表 2) 。跨区域的比较旨在厘清珠三角那种规模

化、增长型的劳工抗争政治形成的独特环境，并力图展现与珠三角不一

样的劳工政治。当前珠三角城市与内地中小城市的工业发展面临着截

然不同的地方政商关系，其劳动力队伍构成也差别很大。从政商关系

来看，珠三角城市的地方政府与资本的结盟关系是高度选择性的，只有

那些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企业才有可能获得地方政府的青睐，而低端制

造业则是其定期清理的对象。同时，相比珠三角地区，内地政府要在土

地、税收、基建、手续、项目政策、信贷、招工等方面对新引进的资本予以

支持。地方劳动治理方式也有很大差异。为了顺利推动产业结构调

整，珠三角地区可能会加强劳动执法，规范企业用工，并根据经济环境

和产业结构特点，对劳工集体维权行动和增长型诉求给予有限度的默

许。相比之下，内地中小城市缺乏选择余地，即便是低端的劳动力密集

型企业，对这些城市来说也是稀缺的。他们要做的就是为这些企业提

供尽可能的服务，包括选择性忽视企业的劳动权益问题、积极预防化解

可能影响企业生产的劳动纠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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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珠三角与内地劳工政治的比较

珠三角城市 内地中小城市

地方政商关
系与劳动治
理方式

与资本选择性结盟
·扶持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企业
·土地、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劳动执法、规范企业用工

对所有资本大包大揽
·大量引进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
·土地、税收、基建、进驻手续、项目政
策、信贷、招工等方面的支持
·降低劳权标准，帮助企业预防化解劳
动纠纷

劳动力来源
与社区生活
形态

跨省、跨地市流动农民工为主
·低度家庭化
·社会关系趋于原子化
·生产生活空间高度集中
·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同步

本市、本县工人为主
·家庭化
·社会关系网络广泛分布
·生产生活空间高度分散
·就近工业化、城市化

劳工抗争
政治

集体抗争政治的扩展
·零星的日常抵抗
·存在规模化集体抗争的形成土壤
·追求多种法定权益，增长型诉求
·各种社会力量介入到劳动纠纷中
·一定程度上推动政府转变治理
方式

日常抵抗与有限的劳工团结
·普遍的日常抵抗
·规模化的集体抗争难以形成
·被压制的增长型诉求
·本地势力介入到劳动纠纷中
·仅限于在微观层面影响企业的治理
方式

在劳动力来源与劳工社区活形态方面，珠三角与内地中小城市也

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别。珠三角的工厂中聚集了大量跨省、跨地市流动

的农民工; 大多数工人居住在工厂宿舍或周围的城中村中，生产与生活

空间高度集中; 他们缺乏完整的家庭生活; 这种无根的、流动的城市生

活也在不断瓦解其有限的社会关系; 工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不同步

的，在珠三角打工，在老家所在的城市买房，到一定时候返乡就业，是部

分工人折衷的城市化路径。内地中小城市则截然相反，企业用工是高

度本地化的; 劳工家庭生活也相对完整; 工人的社区生活比较丰富，社

会关系网络广泛分布于工厂内外; 不少工人已经在当地买房居住，尽管

这会带来较为沉重的生活压力; 最后，内地开发区的生产与生活空间是

高度分散的，多数本地工人不在宿舍居住，他们每天往返于工厂和家

之间。
内地中小城市的劳工抗争与珠三角差别很大，这仍然可以追溯到

地方政商关系、劳动力来源与劳工社区生活形态中。从日常抵抗来看，

由于本地工人对工作、生活自主性的追求，以及其独特的本地身份认同

和广泛的关系网络，内地中小城市工厂的日常抵抗比珠三角更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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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体抗争爆发的频次看，两地都日趋频繁，经济形势和制造业成本变

化导致企业关停并转后的欠薪问题都比较突出，但不同的是，内地中小

城市的地方政府扶持了较多本应淘汰的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以至

于在日常生产经营中，企业的欠薪和其他违法行为也较普遍，劳动纠纷

格外突出。从集体抗争的形成规模看，珠三角高度集中的生产生活空

间为大规模的劳工抗争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土壤，而内地分散的生产生

活空间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劳动纠纷的广泛介入则基本限制了劳工集体

抗争的可能规模。从劳工抗争诉求看，两地工人的增长型利益诉求都

在逐渐增多，但珠三角部分行业存在实现工人利益诉求的条件，而内地

企业在艰难的代工竞争中只会选择强力压制这些诉求; 即便是追求底

线型的法定权益，珠三角的工人倾向于在劳资纠纷中将薪资、经济补偿

金、五险一金、超时加班等问题“新账老账一起算”，以最大化地争取自

身权益，内地工人则可能要为追讨应得的工资而尝试各种办法。① 从

劳工集体抗争与社会的关系看，频繁介入到珠三角劳工集体维权行动

中的是各种劳工组织、高校师生、维权律师等; 而内地中小城市的工人

则多通过动员本土势力提高行动的威慑力。最后，从制度影响来看，珠

三角层出不穷的劳工抗议行动和一些标志性事件正在不断影响政府的

治理方式和工会的角色，也推动了政府落实相关劳动标准; 而在内地中

小城市，我们尚难见到各种劳工抗争行动产生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影响，

但这些行动确实在微观层面影响了企业的管理文化。
本研究只是对当前内地中小城市和珠三角地区的劳工政治进行比

较，但现阶段内地中小城市的劳工政治是否只是珠三角某个历史阶段

的重复呢? 内地的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从时间段和经济运行环境来

看，当前经济下行背景下内地的劳工政治与 2008 年金融危机时珠三角

的情况更有可比性，从表面上看也颇有相似之处。比如，关停并转裁和

欠薪引发频繁的劳资纠纷; 为保证经济和社会稳定，地方政府降低劳动

法律法规执行标准。然而，当前内地地方政府的劳动治理方式与 2008
年的珠三角仍有很大差异，似乎并没有研究证据显示，珠三角各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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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广泛动用各级行政资源帮助企业解决招工问题; 或者以协调巨额贷

款的方式深度介入到企业发展中。在金融危机时，珠三角的地方政府

与资本保持着更强的结盟关系，但这种政商关系远不是包揽式的。社

会环境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2008
年珠三角各级政府面临的是高度集中、数量庞大的外地劳工，而当前内

地中小城市面对的是布局分散、规模有限的本地劳工。
无论是珠三角还是内地，工人的城市化进程都已不可阻挡，其对劳

工政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工人从“半无产化”到“无产化”的进程

( Pun ＆ Lu，2010) ，是否一定导致“阶级形成”或者“劳动关系集体化

转型”? 基于田野经验和过往的研究文献，本文对此持保留态度。从

横向看，不同区域的工业化路径差别太大，地方政商关系、劳动治理方

式、资本来源、产业构成、劳动力来源、劳工生产生活形态也不尽相同。
从纵向看，虽然工人的劳工权益意识和行动倾向随着城市化、工业化、
信息化进程逐渐增长，但地方政府的劳动治理方式也在不断改进。在

高昂的制度成本、畸形的房地产经济和激烈的全球代工竞争中，实体经

济的发展走向更是难以预测。而当前劳工政治不断发展，其重要前提

就是总体经济和就业环境大体平稳，工人仍有一定的市场谈判能力。
因此，劳工政治可能呈现出强烈的地区性、产业性和阶段性差异，“阶

级形成”或“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可能只会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范

围中。
研究者往往关注劳工政治在制度层面的可能影响，然而底层劳工

却往往更关心如何在当前的结构条件下更好地生存和生活，这些朴素

的追求和选择在研究者宏大的制度愿景中可能并不重要，因此在劳工

政治的考察中也经常被忽略掉。在内地开发区，工时的延长往往导致

大批需要照顾家庭的工人离职，劳动纪律的收紧引来厂外街头的报复，

糟糕的伙食激起野猫式罢工; 但很多时候工人为了生计，又不得不克服

劳累、饥饿、寒冷，在短暂的抗议后最终接受苛刻的计时产量或计件工

资。底层工人类似的选择和行为有可能带来生产环境的一点改善，但

也可能不会对宏观、微观制度环境产生任何影响。类似的经历可能成

为未来阶级经验的重要成分，但也可能无助于甚至妨碍阶级团结。但

这些行为和经历却是工人日常、普遍的状态，贯穿于其中的可能是工人

最珍视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同样是劳工政治不可忽略的面向。保证基

本生计、寻求法定权益、争取实现基本的人性需求( 比如家庭团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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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得到基本尊重等) ，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仍是最主要的行动诉求。
当然，必须予以说明的是，相比学界对珠三角地区劳工政治相对密

集的研究，对内地中小城市劳工政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的结

论还有待更多区域研究案例的补充和修正。根据笔者对方合市周边县

市情况的掌握，该开发区的经验在区域范围内有一定的普遍性。应该

说，内地中小城市普遍缺乏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产业配套基础，因此

在政商关系上有较强的相似性; 并且从劳动力来源看，内地中小城市的

企业缺乏吸引外地工人的薪资待遇和发展空间，只对希望兼顾家庭的

本地工人有吸引力，这两个方面应该是许多内地中小城市劳工政治形

成的相似条件。但内地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地理范围，不同地区的经济

发展程度、人口分布、工业化历史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与本研究中

“外来资本本地工”的构成不同，在华北保定等地的乡村工业中，盛行

的是“本地资本本地工”的组合形态，其政商关系、企业生产管理制度、
劳资关系等与本文考察的案例，应该会有所不同。即便是在方合市域

范围内，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外也存在其他层次的开发区，各种层次

的开发区在企业经济实力、政商关系、劳工队伍构成等方面也有所差

异。中国在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学界对

不同区域工业化进程中的劳资政关系、劳工经历与体验、劳工行动方式

等似乎还缺乏应有了解。即便在最为发达的长三角经济区域，相关研

究也比较缺乏。劳工研究不应该在集体化转型或阶级形成的问题意识

下找经验，而应该扎根于本土丰富多样的工业化进程，挖掘工人复杂而

多样的经历和体验，在多区域的深度研究中梳理经济发展中的经验与

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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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包揽式政商关系、本地化用工与内地中小城市的劳工抗争



of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in China: the state-dominating model，the worker-dominating
model，the employer-dominating model，and the trade union-dominating model． The
four types are compar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ofit earned by the workers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labor order．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formative mechanism and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the new types of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Different forms of labor organization
have a decisive effect on different types of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Finall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al trend of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nd its constraints．

The Dependent Government-corporate Ｒelations，Local Employment and the
Labor Contention in China's Hinterland Wang Jianhua 51……………

Abstract: The present labor research attaches much importance to the labour experience
in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region，while neglecting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labor politics
in different areas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unique Government-corporate
relations，the form of the local employment and the contentious labor politic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the hinterland of China． Ｒestric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strong control over the labor relation and the limited reproduction space，the scale，

militancy，and influences of labor politics in the hinterland cannot b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region． However，the contentious labor politics in the hinterland
has its uniqueness，characterized by more frequent labor disputes and common daily
resistance． Ｒelying on the local governments' support policies，a large number of low-
end and 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struggle to survive，leading to more frequent labor
disputes．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ubiquitous social networks are the catalyst of
such labor dispute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regime and one's family provides the basis
for daily resistance． Lastly，this paper compar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labor politics
between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the
hinterland of China．

The Social Bases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esting Embeddedness in
Employment Ｒelations and Its Functional Boundary Zhu Yan 76………

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points out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of employment relations，
but fails to clarify how social relations function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Using an
“employer-employee” matching dataset in the Yangtze Delta region，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impact of native ties on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his paper
finds that shared native connections between employer and employee can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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